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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型智慧政府是台灣正在追求的目標，亦是當今世界先進國家數位轉型的重點。政府數位轉

型新趨勢引起產官學界廣泛討論，但國內對於策略校準與服務型智慧政府績效的關聯，以及策

略校準作用於政府績效，資訊科技治理所扮演的角色等方面，研究尚不多。本文使用量化研究

探討服務型智慧政府績效、策略校準與資訊科技治理三者間影響關係。研究表明，績效與策略

校準間的正向關係都得到驗證，但這兩者卻未受到資訊科技治理調節影響。顯示國內資訊科技

治理對資訊化由校準到績效的影響角色未受到認同。這與先進國家愈來愈重視資訊科技治理的

情況有些不同。因此，希望研究結果對台灣服務型智慧政府有些啟發，未來國內發展資訊化能

更重視資訊科技治理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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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由家登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贊助出版 
*  洪為璽為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教授。  
** 林君憶為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博士生。 



64  Service-Oriented Smart Government Performance: Strategic Alignment and IT Governance 
 / Wei-Hsi Hung & Chun-Yi Lin 

Wei-Hsi Hung *   Chun-Yi Lin**＊* 

Effect of Strategic Alignment of Service-Oriented Smart 

Government on Government Performance: Moderating 

Effect of IT Governance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promotes service-oriented smart government. Such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also the current focus in other advanced countries. This trend has sparked 
extensive discussion in industry, government, and academia. However, little research in 
Taiwan has studi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trategic alignment and service-oriented smart 
government performance, role of strategic alignment in government performance, or 
moderating role of IT governance. This study quantitatively investigat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ervice-oriented smart government performance and strategic alignment as 
moderated by IT governance. This study has demonstrated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formance and strategic alignment. However,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IT governance has 
not been verified.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has likely not paid much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IT governance in the effect of alignment on performance for its 
informatization. This research finding is somewhat different from a situation where advanced 
countries are increasingly focusing on IT governance. The study’s results will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service-oriented smart government. Future domestic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zation must consider the role of IT governance. 

Keywords: Service-Oriented Smart Government, Strategic Alignment, IT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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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服務型智慧政府在本文中是指國家基於

新公共服務理論的思維下，強調政府治理是把

公民置於整個治理體系的中心，政府角色從政

策制定者轉變成服務提供者 (Denhardt and 
Denhardt 2011)；同時，結合資訊化與智慧化

應用，將政府從電子化政府(E-Government)發
展 至 新 一 階 段 的 智 慧 政 府 (Smart 
E-Government/Smart Government)，而這過程

則稱為數位政府轉型(Gartner 2017)。因此，服

務型智慧政府又被稱為數位政府(如台灣)、智

慧政府(如新加坡)、以及電子化政府(如美國)
等。雖然服務型智慧政府名稱因世界各國政府

的使用習慣不同而有差異，但由於本質定義仍

大同小異，本文通稱為服務型智慧政府。台灣

現今則以發展服務型智慧政府1為願景(行政

院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8)，因此，本文研究的

服務型智慧政府是指我國行政院 2017 年頒布

的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自 2017 年至

2020 年之間，正式進行把台灣從電子化政府

轉型成為服務型智慧政府。  

儘管服務型智慧政府是一個較新的課題，

但它已經引起了產官學界各方的廣泛關注

(Alghazi et al. 2017; Ghildyal and Chang 2017; 
Peever et al. 2015)。世界先進國家也逐步從電

子化政府朝向服務型智慧政府轉型之路邁進，

如台灣的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 – 第五階

段電子化政府計畫、美國的數位政府策略

(Digital Government Strategy)、新加坡的智慧

國家 2025 計畫(Smart Nation 2025)、韓國的智

慧 政 府 實 施 計 畫 (Smart Government 
Implementation Plan)等。這些政府計畫表明，

借助資訊科技相關技術，服務型智慧政府可以

實現以公民為中心，不受時間和距離的限制下，

將所有與公民有關的業務流程，以資料方式串

接與呈現，來提供公民更有效率和成效的電子

化服務(e-services)。因此，服務型智慧政府在

管理這一過程中是具有挑戰性的，這是因為為

                                                           
1 我國政府自 2017 年開始推行至 2020 年止的「服務

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正式從電子化政府轉型為服務

型智慧政府。政府將從「民眾為核心」的服務理念，

運用雲端與物聯網巨量資料特性，以資料導向的角度

重新設計政府服務樣態，打造領先全球的數位政府，

展現以「資料力量」驅動，擴大公共服務深度與廣度；

深化資訊服務整合，打造數位經濟發展環境；運用「群

眾智慧」，落實透明治理。 

了達到使公民滿意的高品質電子化服務，服務

型智慧政府要明確了解複雜的公民需求，對這

些需求進行政府組織的潛在政治連結關係進

行協調，並可以整合跨部門的業務流程與資料

串接(Wilkin and Campbell 2010)。除此之外，

在整合過程中，服務型智慧政府必須以最符合

成本效益，持續的精進與實現當責、開放、透

明 、 可 信 任 與 有 效 率 的 公 共 服 務 (United 
Nations 2018)。 

基於服務型智慧政府的特性與挑戰，資訊

科技扮演了輔助服務型智慧政府實踐新公共

服務思維，以發展政府數位業務策略的重要角

色，也是影響政府績效的關鍵因素。資訊科技

和業務之間的策略匹配關係則稱為「業務和資

訊科技的策略校準(strategic alignment)(本文

以下簡稱策略校準)」(Papp 2001)，它是指組

織資訊科技的發展目標，可以輔助支持業務策

略目標達成的程度，以及組織內部管理階層與

資訊科技的利害關係人，願意承諾支持這些目

標的程度(Winkler 2013)。過去的研究已經對

組 織 的 策 略 校 準 和 績 效 進 行 過 探 討

(Kappelman et al. 2016; Leonard and Seddon 
2012; Reynolds and Yetton 2015; Sabherwal and 
Chan 2001)。這些研究表明，策略校準會影響

組織績效，也是影響組織績效的關鍵因素之一

(Kearns and Sabherwal 2006)，對刺激績效表現

具有重要性 (Chan, Sabherwal, and Thatcher 
2006; Chou, Wang, and Yang 2015)。儘管策略

校準與績效間已經有過許多研究，但僅限於企

業領域的研究，對於政府領域的研究仍存在空

白之處(Rusu and Jonathan 2017; Vander Elst 
and De Rynck 2014; Walser et al. 2016; Winkler 
2013)。然而，策略校準議題已經受到政府重

視(Alghazi et al. 2017; Byrd, Lewis, and Bryan 
2006; Gerow et al. 2014; Henderson and 
Venkatraman 1993; Pardo et al. 2009; Wu, 
Straub, and Liang 2015)，因為相較於企業，政

府的每一項資訊科技投資的金額與風險更加

龐大，對於績效成果影響範圍是擴及國家每一

位公民。 

隨著服務型智慧政府績效提升仰賴於資

訊科技的大力輔助，如雲端運算、資料公開與

分析、行動裝置以及社群網路等(Gartner 2013)，
資訊科技治理(IT governance)(本文以下簡稱

IT 治理)也開始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視，並且由

政 府 最 高 層 級 來 落 實 IT 治 理 (Rusu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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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athan 2017)，例如：美國前總統歐巴馬新

創數位長一職負責數位政府策略、英國由內閣

辦公室統籌政府數位策略。IT 治理是組織最

高層的任務與責任，指為確保企業的資訊科技

投入與策略目標發展一致，透過 IT 治理解決

流程的定義與實施、結構和關係機制，使企業

的業務部門和資訊部門的員工能善盡他們的

職 責 ， 為 企 業 持 續 創 造 價 值 (De Haes, 
Debreceny, and Van Grembergen 2013)。儘管過

去研究表明 IT 治理機制對企業績效有實質

幫助(Ali and Green 2005; Vaswani 2003; Weill 
and Ross 2005)，但對政府領域的研究卻十分

有限(Aleem and Al-Qirim 2012; Al-Qassimi 
and Rusu 2015; Vinten 2002)，但卻非常有價值。

這些大部分基於案例的研究認為，實施 IT 治

理能提升政府運作效率、有效控制 IT 投資策

略、以及減少不必要的 IT 成本，對服務型智

慧政府發展具有重要性。但是，它們並不十分

了解服務型智慧政府如何應用現存適用於企

業的主流 IT 治理架構。同樣，也沒有系統地

研究 IT 治理對政府績效的影響。 

服務型智慧政府透過策略校準來創造績

效是具有挑戰性的。這是因為服務型智慧政府

的策略校準，對內涉及整個政府內部的業務流

程與資訊流程的跨部門整合，在整合過程中，

關係到的人、事、物甚為廣泛；同時，對外關

係到全體民眾，政府提供的服務能否真正解決

每一位民眾的痛點，符合他們的期待利益。在

策略校準過程中，理論表明政府可以從 IT 治

理中強化策略校準程度(Ghildyal and Chang 
2017)，創造更好的績效表現。因此，IT 治理

可以調節策略校準和政府績效之間的關係。 

本文的研究貢獻主要表現在二個方面。第

一，我們檢驗了策略校準對服務型智慧政府績

效的影響，很多國家政府認為這種關係具有意

義(Alghazi et al. 2017; Byrd, Lewis, and Bryan 
2006; Gerow et al. 2014; Henderson and 
Venkatraman 1993; Pardo et al. 2009; Wu, 
Straub, and Liang 2015)，但是目前對於政府的

策略校準會如何影響績效這一問題仍存在空

白之處(Vander Elst and De Rynck 2014; Walser 
et al. 2016; Winkler 2013)，我們還缺乏足夠的

了解。第二，我們檢驗了 IT 治理對策略校準

和績效之間關係的影響。IT 治理、策略校準

與 績 效 三 者 間 是 具 有 相 互 影 響 的 關 係

(Ghildyal and Chang 2017)，IT 治理實施可以

強化策略校準進而影響績效。許多文獻都曾強

調過專門進行這方面研究的必要性(Ribbers, 
Peterson, and Parker 2002; Weill and Ross 
2005)，但對於政府領域的研究十分稀少，我

們也還缺乏足夠的理解。 

我們在闡述概念模型、理論和假設時，強

調服務型智慧政府的策略校準對其績效的影

響，以及 IT 治理對策略校準中的績效的作

用。 

貳、文獻探討與假設 

策略校準對數位政府轉型的績效、資訊科

技建設、服務品質以及投資報酬率均有正向影

響(Alghazi et al. 2017)。因此，透過執行策略

校準，資訊科技策略將能支持、刺激與實現服

務型智慧政府業務目標，創造公共價值，提升

民眾對政府績效的滿意度；反之，一旦策略失

準(misalignment)，缺乏業務目標和資訊科技

目標間的配合，不僅造成資訊科技投資失敗

(Luftman 2011; Sauer and Burn 1997)，且會對

績 效 產 生 負 向 成 長 (Gil-Garcia and Pardo 
2005)。 

為了創造服務型智慧政府的資訊科技價

值，以提升績效，服務型智慧政府需要 IT 治

理，且由政府最高層級直接落實 IT 治理更具

成效(Rusu and Jonathan 2017)。例如：美國歐

巴馬總統和英國內閣辦公室親自涉入領導。透

過有效的 IT 治理，能幫助服務型智慧政府有

目標地達成願景和使命(Peever et al. 2015)，可

以對服務型智慧政府的績效有正向影響。 

服務型智慧政府的績效表現，強調應用資

訊科技技術聚集智慧－透過匯聚人的智慧

(Denhardt and Denhardt 2011)，賦於物以智能

(Gartner 2017)，持續的精進與實現當責、開放、

透明、可信任與有效率的公共服務 (United 
Nations 2018)，以改善治理能力。因此，績效

表現受到每項資訊科技計畫成敗的影響，而為

了確保資訊科技投入可以創造價值，則需高度

仰賴策略校準程度(Al-Hatmi and Hales 2010; 
Rusu and Jonathan 2017)。這策略校準的過程

中，IT 治理可以控制與引導資訊科技的成效，

以為服務型智慧政府的利害關係人創造價值

(Walser et al. 2016)。例如：全體民眾、政府內

部的公務人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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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科技策略→業務策略、組織基礎建設→資訊

科技基礎建設、資訊科技基礎建設→組織基礎

建設。八個不同的策略校準可分為垂直方向的

策略契合(strategic fit)和水平方向的功能整合

(functional integration)兩類型。策略契合的含

義是指組織面對外部競爭，所形成的競爭策略，

而為了達成組織的競爭策略，組織內部產生相

互配合的流程、架構與能力，包含了四個策略

校準：業務策略→組織基礎建設、組織基礎建

設→業務策略、資訊科技策略→資訊科技基礎

建設、資訊科技基礎建設→資訊科技策略

(Papp 2001)。功能整合指組織業務發展與資訊

科技發展的相互配合程度，表現在組織透過資

訊科技，幫助其發展競爭策略產生最大的作用

力(Papp 2001)。功能整合可以使組織產生競爭

優勢，並且使資訊科技使用最佳化(Henderson 
and Venkatraman 1993; Papp 2001)。包含了四

個策略校準：業務策略→資訊科技策略、資訊

科技策略→業務策略、組織基礎建設→資訊科

技基礎建設、資訊科技基礎建設→組織基礎建

設(Papp 2001)。 

SAM 模型中的四個關鍵領域形成八個不

同的策略校準方向，涵蓋組織關注的策略校準

類型。除此之外，組織需把它們視為一體同時

執行，當這八個不同的策略校準達到高度匹配

程度，才能為其創造價值(Coleman and Papp 
2006; Papp 2001)。因此，組織利用 SAM 模型，

檢視其八個策略校準的匹配程度並進行調整，

從而提高了具有較高的策略校準程度，可以直

接增進組織的績效，對績效均產生正向作用。

這些論述說明： 

H1a：「業務策略→組織基礎建設」校準程度

與服務型智慧政府績效之間存在正向

關係。 

H1b：「組織基礎建設→業務策略」校準程度

與服務型智慧政府績效之間存在正向

關係。 

H1c：「資訊科技策略→資訊科技基礎建設」

校準程度與服務型智慧政府績效之間

存在正向關係。 

H1d：「資訊科技基礎建設→資訊科技策略」

校準程度與服務型智慧政府績效之間

存在正向關係。 

H1e：「業務策略→資訊科技策略」校準程度

與服務型智慧政府績效之間存在正向

關係。 

H1f：「資訊科技策略→業務策略」校準程度

與服務型智慧政府績效之間存在正向

關係。 

H1g：「組織基礎建設→資訊科技基礎建設」

校準程度與服務型智慧政府績效之間

存在正向關係。 

H1h：「資訊科技基礎建設→組織基礎建設」

校準程度與服務型智慧政府績效之間

存在正向關係。 

二、IT 治理的調節作用 

如果要使服務型智慧政府績效產生正向

結 果 ， 則 必 須 具 有 高 度 策 略 校 準 程 度

(Al-Hatmi and Hales 2010; Rusu and Jonathan 
2017)。Walser et al.(2016)認為這一過程，透過 
IT 治理可以控制與引導策略校準的成效，以

為服務型智慧政府的利害關係人創造價值，進

而提升績效。 

然而，關於 IT 治理的定義目前仍然缺乏

統一精準的定義(Broadbent 2003)，過去的 IT 
治理研究多探討企業領域的應用，學者們從不

同的觀點提出對企業界 IT 治理實踐進行評估，

可分為兩種不同觀點：(1)強調控制的 IT 治理，

它是指企業透過 IT 治理活動項目，控制成本

與 風 險 ， 持 續 創 造 企 業 價 值 (ITGI 2003; 
ISACA 2012; Van Grembergen 2002)；(2)強調

引導的 IT 治理，是指透過 IT 治理權責歸屬，

明確決策者的歸屬和責任擔當架構，以鼓勵期

望行為(Luftman, Lyytinen, and Ben-Zvi  2017; 
Peterson 2004; Ross and Weill 2002; 2004)。雖

然兩種觀點有各自的實踐重點，但本文認為兩

種觀點實施 IT 治理目標皆相同，因此，我們

認為 IT 治理是組織最高層的任務與責任，主

要是對企業資訊科技投資進行控制與引導，確

保與企業目標一致，透過優化資源成本與控制

風險以實現收益，為利害關係人創造價值。缺

乏良好 IT 治理的企業，將導致企業目標不明

確，也無法有效評斷企業績效。 

基 於 以 前 的 文 獻 研 究 ， Rusu and 
Jonathan(2017)發現執行 IT 治理的兩個關鍵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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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為資訊科技決策的權責歸屬與策略校準。資

訊科技決策的權責歸屬是由於 IT 治理擴及整

個組織利害關係人，包含了資訊系統、技術整

合、業務活動、法律相關事宜以及所有利益關

係人，例如：企業董事長、高階管理者、業務

流程執行者、資訊科技供應商與使用者、稽核

人員等(ISACA 2012)。因此，有效的 IT 治理

需獲得最高層重視，從上至下徹底展開執行資

訊科技過程中，為鼓勵期望行為而明確決策者

的歸屬和責任擔當架構(Ross and Weill 2002)。
策略校準則是為了確保組織資訊科技可以達

成企業目標，所以需把 IT 治理納為公司治理

的一部分，是董事會和高階管理者的責任，必

須透過它們領導、組織結構和一系列的活動流

程項目(ITGI 2003)。因此，組織績效創造取決

於 IT 治理成效與策略校準程度，同時，策略

校準對組織績效創造正向影響亦會受到 IT 治

理成效影響。此外，SAM 模型的八個策略校

準方向具有不同校準意義，對組織績效均有正

向影響(Papp 2001)。這些討論說明： 

H2a：IT 治理對於「業務策略→組織基礎建設」

校準和服務型智慧政府績效之間具有調

節作用。 

H2b：IT 治理對於「組織基礎建設→業務策略」

校準和服務型智慧政府績效之間具有調

節作用。 

H2c：IT 治理對於「資訊科技策略→資訊科技

基礎建設」校準和服務型智慧政府績效

之間具有調節作用。 

H2d：IT 治理對於「資訊科技基礎建設→資訊

科技策略」校準和服務型智慧政府績效

之間具有調節作用。 

H2e：IT 治理對於「業務策略→資訊科技策略」

校準和服務型智慧政府績效之間具有調

節作用。 

H2f：IT 治理對於「資訊科技策略→業務策略」

校準和服務型智慧政府績效之間具有調

節作用。 

H2g：IT 治理對於「組織基礎建設→資訊科

技基礎建設」校準和服務型智慧政府績

效之間具有調節作用。 

H2h：IT 治理對於「資訊科技基礎建設→組

織基礎建設」校準和服務型智慧政府績

效之間具有調節作用。 

參、研究方法 

一、研究構面的定義與衡量 

以下測量指標構成了本文的自變數、因變

數和調節變數。 

自變數：策略校準。根據 SAM 模型中的

八 個 不 同 策 略 校 準 類 型 (Henderson and 
Venkatraman 1993)，Papp(2001)發展出一套量

表進行測試，針對每一個策略校準類型都設計 
3 道題項，總共 24 題。這套量表是與 IBM
共同合作完成，已經被許多不同企業採用

(Luftman, Papp, and Brier 1999)。因此，本文

採用原量表，8 個指標測量策略校準，共計 24
個題項。我們請受測者用 Likert 7 點制量表(7 
= 完全同意，1 = 非常不同意)對我國服務型

智慧政府透過這8個策略校準類型進行衡量。

這些指標主要為：業務策略→組織基礎建設、

組織基礎建設→業務策略、資訊科技策略→資

訊科技基礎建設、資訊科技基礎建設→資訊科

技策略、業務策略→資訊科技策略、資訊科技

策略→業務策略、組織基礎建設→資訊科技基

礎建設、資訊科技基礎建設→組織基礎建設。 

因變數：服務型智慧政府績效。隨著服務

型智慧政府的全球化推進，相關的績效評估也

引起了各國的高度重視，並出現一系列測評研

究。依照進行績效評估的主體，可將現有的績

效評估分為政府組織測評與第三方測評兩大

類 。 前 者 如 美 國 政 府 (Federal Enterprise 
Architecture Program Management Office 2003)、
加 拿 大 政 府 (Treasury Board of Canada 
Secretariat 2002)、聯合國(United Nations 2003)
等；後者又可分為大學研究機構，如美國布朗

大學(Brown University 2004)等，以及民間專

業顧問公司，如 Accenture(2004)、Gartner(2003)
等。雖然這些測評研究各自從不同的角度切入

而有不同的評估架構，但這些不同的評估架構

表明，服務型智慧政府的績效評估是當前政府

績效評估的重點之一。因為透過服務型智慧政

府績效評估，可以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改善管

理流程，提升公共服務水準，促進政府部門更

好的執行職能(Morgeson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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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測量服務型智慧政府的績效時，需要注

意二個問題。第一問題是衡量績效的主體。

Morgeson(2012)認為，根據衡量服務型智慧政

府績效的主體可分為兩種類型：內部績效衡量

(internal performance measurement)與外部績

效衡量(external performance measurement)。前

者透過政府自行訂定的績效標準，由內部人員

進行評估；後者是由政府外部的利益關係人，

如民眾等，可以根據過往以服務接受者的使用

經驗，衡量服務型智慧政府提供的服務。由於

本文研究的服務型智慧政府是以公民為中心，

提供當責、開放、透明、可信任與有效率的公

共服務，以符合他們的期待利益，因此，我們

側重於以民眾為中心的外部績效衡量。 

第二是績效標準的選擇。衡量組織績效機

制有許多，本文採用平衡計分卡(Kaplan and 
Norton 1992)衡量我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

畫項目2的整體績效。我們選擇平衡計分卡主

要原因有三個：(1)平衡計分卡可適用於政府

單位。BSI(2018)表明平衡計分卡可被廣泛使

用在企業界、政府單位與非營利組織，是一套

用來校準業務流程、組織願景和策略的規劃管

理系統，以達到內外部溝通與控制組織績效；

(2)平衡計分卡與 SAM 模型概念相似，皆透

過組織內外部因素作為衡量依據(Al-Hatmi 
and Hales 2010)；(3)平衡計分卡與 IT 治理理

念相似，皆必須獲得高層重視，透過從上而下

溝通策略與願景。因此，這些原因說明了平衡

計分卡與本文使用的 SAM 模型策略校準、IT
治理、政府績效的研究關聯性。 

依據平衡計分卡機制，我們確定了 1 個指

標來測量我國服務型智慧政府績效，共計 10
個題項，請受測者用 Likert 7 點制量表(7 = 完

全同意，1 = 非常不同意)進行衡量。這些題

項從平衡計分卡的四個層面進行設計；題項內

容主要檢視服務型智慧政府兩大核心的成效

體現：新公共服務思維(Denhardt and Denhardt 
2011)與資訊科技應用(Gartner 2017)。因此，

我們判斷良好績效的定義為政府運用資訊科

技提供服務，必須隨時因應環境的變化持續調

整，主要目的在於解決全體民眾的痛點，使他

                                                           
2 該計畫原名為「第五階段電子化政府計畫」，接續我國

政府自 1998 年起至 2016 年間，共推出四個階段計畫。

但為配合 2016 年行政院數位政府整體規劃所提出的

「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簡稱 DIGI+）而更

名之。 

們感到滿意(Gartner 2017)。  

為了驗證兩大核心的體現成效，我們根據

現行各國政府與第三方機構所發展的服務型

智慧政府測評，以提供當責、開放、透明、可

信任與有效率的公共服務為目標，基於平衡計

分卡四個層面下，把我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

計畫項目的成效具象化。第一個財務層面：我

們衡量行政辦事的效率與成本。這個層面常被

批評不適用於政府單位，因為政府不是營利單

位。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本文採用的績效測量

是基於服務型政府績效必須達到經濟、效率、

效 果 、 公 平 與 公 正 (Denhardt and Denhardt 
2011)。其中，政府的效率可以從民眾申辦每

件業務的執行過程中，所能減少成本的多寡進

行衡量(Jamil and Dhakal 2013)。因此，我們確

定了財務層面的 2 個題項，透過行政辦事的效

率與成本檢視服務型智慧政府績效。 

第二個層面是顧客。服務型智慧政府的顧

客就是民眾，因此，我們透過這 2 個題項：滿

意度與支持度，衡量民眾對服務型智慧政府的

施政項目，是否能夠解決民眾的痛點，符合民

眾期待，進而使他們感到滿意，並願意持續支

持。 

第三個層面是內部流程。本文根據美國行

政管理預算部門(OMB)2003 年頒布的電子政

務 績 效 參 考 模 型 (Performance Reference 
Model, PRM)中的流程與活動指標來定義這

個層面，認為內部流程是政府透過業務流程與

業務活動實現業務成果與民眾成果的直接推

動因素。對於服務型智慧政府的重要目標之一，

是民眾可以利用線上互動的情境式引導完成

所有業務申辦，滿足他們以往必須臨櫃才能完

成業務申辦的需求與期待(Kassim and Hussin 
2013)。因此，我們根據我國服務型智慧政府

推動計畫的目標與策略(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

會 2018)，確定了這 3 個內部流程的題項：一

站式服務3、全民參與4、社會倫理5進行評估。 

                                                           
3 我國服務型智慧政府整合多部會申辦業務，使民眾辦

理同項業務，僅需透過同一個網站或同一個櫃臺即可

完成申辦業務，提供民眾便利與優質的服務流程。目

前政府推動的一站式便民服務，涵蓋社會福利、戶政、

商工登記等。 
4 我國服務型智慧政府建立跨院、縣市政府的公共政策

網路參與平台，利用網路徵集民眾智慧，成為數位公

民，落實公民參與理念，落實民治當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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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個層面是學習與成長。同樣，根據服

務型智慧政府運用群眾智慧，賦於物智能的特

性(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8; Denhardt 
and Denhardt 2011; Gartner 2017)，我們認為這

個層面必須把政府投入資訊科技所帶來的創

新服務，讓政府的利害關係人都能清楚了解，

並從這些新創服務獲得利益與知識。因此，我

們把政府內部公務人員、外部民眾、以及資訊

化建設同時納為衡量政府績效。這些題項主要

為：公務人員的完善教育訓練、全民的文化涵

養提升、資訊化建設的完善投資規劃。透過這

3 個題項檢視政府面對創新民眾服務體驗與

政府服務永續發展的能力。 

調節變數 IT 治理。本文採用 ISACA 於

2012 年推出的 COBIT 5 衡量服務型智慧政府

IT 治理。它是現今被廣泛使用的 IT 治理典範

模型之一，整合管理與學術界資訊文獻，具有

良好作業規範架構(De Haes, Debreceny, and 
Van Grembergen  2013)。此外，相較於其他

全球現行通用的  IT 治理標準架構(ITIL、

ISO17799、CMMI)，本文選擇 COBIT 5 主要

原因有三個：(1)COBIT 5 核心與策略校準有

緊 密 關 係 (De Haes, Debreceny, and Van 
Grembergen 2013)。它著重於控制與衡量組織

的策略校準，強調滿足利害關係人的需求前提

下，提供了所有利用資訊科技來創造企業價值

的必要流程與其他促進元素；(2)COBIT 5 架

構以平衡計分卡來衡量企業目標與資訊科技

目標(ISACA 2012)，與本文同樣採用平衡計分

卡衡量服務型智慧政府績效一樣；(3)COBIT 5
流程模型把 IT 治理與 IT 管理分開(ISACA 
2012) ，本文可以聚焦使用它的 IT 治理指標。

相較於 IT 管裡，只著重透過組織內部快速有

效的 IT 服務與 IT 營運管理，來滿足現有的

服務需求；IT 治理是從更全面的觀點，強調

透過 IT 治理確保組織現有的資訊科技發展，

不僅能支持現有的組織策略目標，也要能彈性

調整滿足未來面臨的挑戰(Peterson 2003)。

COBIT 5 的 IT 治理層有 5 個流程用於評估、

指導和監控構面，這些流程需由組織最高層級

負責並做出評估，做出決策和監督 IT 資產的

使用，為企業創造價值。在 IT 管理層，依據

                                                                                       
5 我國服務型智慧政府對全民的公共利益一視同仁，達

到公平、公正原則。換言之，政府除了一般民眾外，

對於老弱婦孺、身心障礙者、弱勢團體等皆提供均等

的照護。 

IT 管理的定義與特性，可分為四個構面：調

整、規劃與組織建立；獲得與建置；交付、服

務與支援；以及監督、評價與評估。 

這些原因說明了 COBIT 5 與本文探討的

策略校準與利用平衡計分卡探討政府績效的

研究關聯性。因此，我們確定了 1 個指標(共
計 5 個題項)來測量 IT 治理。我們請受測者用 
Likert 7 點制量表(7 = 完全同意，1 = 非常不

同意)對我國服務型智慧政府 IT 治理程度進行

衡量，這 1 個指標採用 COBIT 5 模型中 IT
治理層面的 5 個流程，作為調節變數的題項：

設置 IT 治理架構以明確權責歸屬、設置資訊

科技投資準則以有效實現施政收益、設置資訊

科技風險控管以降低施政風險、資訊科技使用

最佳化、以及確保利害關係人的透明度。 

二、樣本和步驟 

有關服務型智慧政府的策略校準、IT 治

理、績效的數據，是比較難收集的。因此，本

文採用了問卷調查法，透過電子郵件、通訊軟

體、與現場發放等多種方式進行數據收集，以

減少數據來源的偏差，取得較為可靠和有效的

數據。 

基於服務型智慧政府以公民為核心的特

性 ， 政 府 必 須 提 供 符 合 公 民 需 求 的 服 務

(Denhardt and Denhardt 2011)。因此，每一位

公民都有權利衡量政府績效。但是，我們考量

策略校準與 IT 治理兩個構面具有一定程度上

的理解難度，並非每一位民眾都適合回答。為

了建立一個有代表性的樣本，我們採用了二個

標準。第一，受測者須具有組織業務主管或資

訊主管的相關經驗，或是參加過業務或資訊的

相關策略會議。Papp(2001)認為適合使用 SAM
模型來評估組織策略校準的對象，主要以組織

的執行長(或者業務單位高階管理者)與資訊

長(或者資訊單位高階管理者)最為合適。但是，

政府單位、非營利單位和民間企業的高階主管

普遍會設有幕僚單位協助組織運作，而幕僚的

位階會因任職的組織架構不同，不一定具有主

管職稱，但卻對組織的業務策略與資訊策略有

相當程度的瞭解。因此，對於非組織高階主管

者，卻有參加過業務或資訊的相關策略會議的

經驗者，我們也認為適合作為樣本。 

第二個標準是受測者需具有相當程度的

教育水準，因為教育程度對於變數理解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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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的樣本以具有大學以上學歷者為主，

包括大學文憑、碩士文憑、以及博士文憑。 

最後，在採用上述標準的基礎上，我們編

製了一個政府單位、非營利單位和民間企業的

名單。由於我們的樣本對象主要是組織高層，

不管是他們任職在政府單位、非營利單位和民

間企業，都非輕易能與他們聯絡。此外，為了

提升受測者回覆意願與問卷品質，我們決定透

過政府單位、非營利單位和民間企業具有影響

力人士，介紹我們與相關負責人員取得聯繫。

透過這種反覆的過程，我們確定了 192 個組織，

包含 6 個政府單位、6 個非營利組織、180 個

民間企業(含國營企業、民營企業、外商企

業)。 

三、樣本分析與檢定 

我們完成了一次電子郵件寄送，以及三次

現場發送，樣本數量共有 2,046。電子郵件寄

送方式在經過四週電子郵件、通訊軟體、電話

的反覆提醒取回問卷；現場發送方式則是匯集

受測者，現場直接回收問卷，兩種方式共得到

262 份完整的問卷(回覆率為 12.8％)。儘管回

覆率不高，但我們確定的 192 個組織，每個組

織至少皆有一份問卷回覆。接著，根據本文採

用受測者的二個標準，我們保留了有效問卷

219 份。提供有效問卷的受測者來自政府單位

(15%)、非營利單位(5%)和民間企業(80%)，包

括董事長、總經理、副總經理層級的高階主管

(23.5%)、中高階主管(36%)與一般職員(40.5%)；
具有資訊科技部門主管資歷(54.5%)、業務策

略部門主管資歷(44.1%)、資訊科技會議經驗

(84%)與參加業務策略會議經驗(94%)。他們具

備博士學歷(6.4%)、碩士學歷(63.6%)、大學學

歷(30%)。這個樣本結果說明，相較於一般民

眾，給予有效問卷的受測者是更了解策略校準、

績效與 IT 治理的人。 

為了避免不同樣本來源存在偏差，我們檢

驗了郵寄發送電子問卷與現場發送紙本問卷

的回答。t 檢定的結果表明，電子問卷(n = 146)
與紙本問卷(n = 73)兩組樣本的所有變數，未

達顯著水準。這說明不同來源的樣本沒有差異，

不至於有偏差的情形產生。 

四、問卷前測－信效度檢定 

由於策略校準的原量表為英文，但是受測

者是以中文為母語，因此，我們透過平行/重
複翻譯法 (Parallel – Translation / Double – 
Translation Method)確保轉譯正確性。此外，

原量表是針對企業情境設計，但是本文研究對

象是我國服務型智慧政府，因此，為了利於受

測者理解我國政府情境，我們修改了措辭、設

計和管理，但仍然不改變原量表題項的意涵，

以符合我國政府的適用性。最後，為了確保數

據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我們進一步把問卷發給

一些政府單位、非營利單位和民間企業的 76
位業務主管或資訊主管(代表本文研究的 192
個組織中的 76 個組織)填寫，透過電子郵件得

到了所有 76 位完成的問卷。我們根據這些問

卷 回 覆 的 數 據 計 算 了 Cronbach α 係 數 (= 
0.971)，顯示策略校準的題項具有高信度。 

此外，為了確保數據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我們透過多種不同方法對調查問卷進行了預

先測試。首先，我們透過焦點團體法(focus 
group interview)向產官學界具相關經驗的高

階主管徵求了關於調查問卷的意見，共有 7
位代表，政府單位 2 位、企業界 2 位、非營利

事業 1 位、以及政府資訊專家學者 2 位。由於

本文研究強調政府政策績效議題等探討，因此，

焦點團體法具有廣泛運用於政策反映調查的

特質(Grbich 1999)，可以適用於本文。這 7 位

具有 20 年業務與資訊的決策經驗，他們認真

審閱了問卷，對問卷提出了一些意見和修改，

使問卷在措辭、設計和管理上得到改善。因此，

調查問卷的題項從原本的 62 題刪除至 39 題，

並且新增專有名詞解釋參考表。我們根據 7
位專家代表回覆修訂的這份新量表，顯示具有

高效度。最後，我們進行問卷前測，發給一些

政府單位、非營利單位和民間企業的 117 位業

務主管或資訊主管(代表本文研究的 192 個組

織中的 117 個組織)填寫，透過電子郵件得到

了所有 117 位完成的問卷。我們根據這些問卷

回覆的數據計算了 Cronbach α 係數，以確保

內部的一致性。各構面的 Cronbach α 介於

0.89 ～ 0.96 之間，皆大於 0.7(Nunnally 1978)，
顯示本文的量表具有高信度與穩定性。  

肆、分析與結果 

一、因素分析 

在開始檢驗假設之前，為了確認量表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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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因素分析的交叉負荷量與各構面的 AVE2 

 交叉負荷量  AVE2 

 A B C  A B C 

1.業務策略→組織基礎建設 .804 .480 .242 AVE2 0.682 0.568 0.631 

2.組織基礎建設→業務策略 .762 .548 .255     

3.資訊科技策略→資訊科技基礎建設 .718 .528 .273     

4.資訊科技基礎建設→資訊科技策略 .786 .454 .270     

5.業務策略→資訊科技策略 .759 .455 .294     

6.資訊科技策略→業務策略 .651 .569 .353     

7.組織基礎建設→資訊科技基礎建設 .796 .381 .291     

8.資訊科技基礎建設→組織基礎建設 .826 .325 .269     

9.服務型智慧政府績效 .413 .825 .176     

10.資訊科技治理 .159 .225 .922     

註 1 ：A – 策略校準；B – 服務型智慧政府績效；C – 資訊科技治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2 皮爾森卡方檢定結果：各類型策略校準與服務型智慧政府績效及資訊科技治理之相關性 

構面與萃取因素 1 2 3 4 5 6 7 8 9 10 

策略校準           

1.業務策略→組織基礎建設 0.935          

2.組織基礎建設→業務策略 .909** 0.947         

3.資訊科技策略→資訊科技基礎建設 .797** .861** 0.868        

4.資訊科技基礎建設→資訊科技策略 .793** .836** .893** 0.897       

5.業務策略→資訊科技策略 .795** .826** .848** .886** 0.870      

6.資訊科技策略→業務策略 .817** .859** .855** .857** .846** 0.872     

7.組織基礎建設→資訊科技基礎建設 .781** .804** .810** .839** .815** .824** 0.863    

8.資訊科技基礎建設→組織基礎建設 .754** .784** .794** .814** .810** .804** .848** 0.861   

服務型智慧政府績效           

9.服務型智慧政府績效 .564** .581** .622** .627** .640** .634** .615** .589** 0.882  

資訊科技治理           

10.資訊科技治理 .465** .488** .481** .478** .490** .565** .497** .481** .774** 0.926 

註 1 ：表格中對角線粗體資料為 Cronbach α 係數。 
註 2 ：**表示在 p < 0.05 時顯著(單尾檢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結構模型中，標準化路徑係數均達到統計的

顯著性；策略校準與資訊科技治理共同對服務

型智慧政府績效的 R2 累積高達 70.5%，表示

模型的解釋能力良好。 

接著，為了檢驗策略校準對服務型智慧政

府績效的影響，我們做了皮爾森卡方檢定。結

果如表 2 所示，服務型智慧政府績效在統計上

是顯著的。與假設 1a—1h 一致。在策略校準

的 8 個指標中，每個指標都是服務型智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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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資訊科技治理調節作用檢定結果：T 檢定 

變數 顯著性 

交互作用  

資訊科技治理×業務策略→組織基礎建設 0.662 

資訊科技治理×組織基礎建設→業務策略 0.845 

資訊科技治理×資訊科技策略→資訊科技基礎建設 0.316 

資訊科技治理×資訊科技基礎建設→資訊科技策略  0.193 

資訊科技治理×業務策略→資訊科技策略  0.502 

資訊科技治理×資訊科技策略→業務策略  0.977 

資訊科技治理×組織基礎建設→資訊科技基礎建設  0.499 

資訊科技治理×資訊科技基礎建設→組織基礎建設 0.224 

註：**表示在 p < 0.05 時顯著(雙尾檢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5 有關測量指標和結果的總結 

自變數 假設 預測符號 因變數 總體結果 

業務策略→組織基礎建設 H1a + 服務型智慧政府績效 有力證明 

組織基礎建設→業務策略 H1b + 服務型智慧政府績效 有力證明 

資訊科技策略→資訊科技基礎建設 H1c + 服務型智慧政府績效 有力證明 

資訊科技基礎建設→資訊科技策略 H1d + 服務型智慧政府績效 有力證明 

業務策略→資訊科技策略 H1e + 服務型智慧政府績效 有力證明 

資訊科技策略→業務策略 H1f + 服務型智慧政府績效 有力證明 

組織基礎建設→資訊科技基礎建設 H1g + 服務型智慧政府績效 有力證明 

資訊科技基礎建設→組織基礎建設 H1h + 服務型智慧政府績效 有力證明 

資訊科技治理×業務策略→組織基礎建設 H2a + 服務型智慧政府績效 無法證明 

資訊科技治理×組織基礎建設→業務策略 H2b + 服務型智慧政府績效 無法證明 

資訊科技治理×資訊科技策略→資訊科技基礎建設 H2c + 服務型智慧政府績效 無法證明 

資訊科技治理×資訊科技基礎建設→資訊科技策略  H2d + 服務型智慧政府績效 無法證明 

資訊科技治理×業務策略→資訊科技策略  H2e + 服務型智慧政府績效 無法證明 

資訊科技治理×資訊科技策略→業務策略  H2f + 服務型智慧政府績效 無法證明 

資訊科技治理×組織基礎建設→資訊科技基礎建設  H2g + 服務型智慧政府績效 無法證明 

資訊科技治理×資訊科技基礎建設→組織基礎建設 H2h + 服務型智慧政府績效 無法證明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70.6%，表示模型沒有顯著的交互效果。 

    由於資訊科技治理對策略校準與服務型

智慧政府績效之間沒有統計上的顯著。因此，

我們進一步做了主要效果檢定。如表 3 與表 4

所示，資訊科技治理對策略校準與服務型智慧

政府績效之間，不存在調節效果，與假設

2a—2h 不一致，資訊科技治理對策略校準 8
個變數與服務型智慧政府績效之間的交互項

在統計上是不顯著的。因此，策略校準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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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智慧政府績效的影響不會隨著資訊科技治

理而有所不同，這代表資訊科技治理不會加強

策略校準對服務型智慧政府的影響。  

表 5 是對本文的研究結果的總結，我們

在下面做了更詳盡的解釋。 

伍、結論 

愈來愈多的先進國家數位轉型為服務型

智慧政府。本文的研究結果發現，策略校準與

服務型智慧政府的績效有著緊密的關連，但是

IT 治理對於這兩者之間卻沒有產生調節作

用。 

假設 1a—1h。以前的研究認為，策略校

準可以提高政府的績效(Alghazi et al. 2017; 
Gil-Garcia and Pardo 2005; Kim, Pan, and Pan 
2007; Walser et al. 2016)。如表 5 所示，研究結

果有力地證明這個觀點，說明策略校準與我國

服務型智慧政府之間存在一種正向關係，與國

外的研究結果一致。實際上，本文的貢獻之一

就在於延伸了以前的研究，從政府策略的高度

觀點與民眾需求導向的角度，採用 SAM 模型

的 8 種策略校準測量指標對國內服務型智慧

政府績效的影響進行了歸納整理。 

結果還說明，SAM 模型中的 8 種策略校

準測量指標都對服務型智慧政府績效具有重

要作用。另外，這 8 種策略校準測量指標中，

又以業務策略→資訊科技策略的校準程度對

服務型智慧政府績效影響最大，其他校準程度

的影響依序是資訊科技策略→業務策略、資訊

科技基礎建設→資訊科技策略、資訊科技策略

→資訊科技基礎建設、組織基礎建設→資訊科

技基礎建設、資訊科技基礎建設→組織基礎建

設、組織基礎建設→業務策略、業務策略→組

織基礎建設。對比之下，這樣的結果表明，我

國政府朝向數位轉型的過程中，強調透過策略

層面提升績效，但是，相應的內部組織基礎建

設與資訊流程的執行層面卻沒有有效地被落

實。一些學者曾提出，相較於企業，政府面臨

的利害關係人與提供公民的服務是更複雜的，

因此，為了提升良好的施政績效，政府推出的

任何策略，都必須與內部流程有效地整合

(Sawyer, Hinnant, and Rizzuto 2008; Winkler 
2013)。因此，對於目前我國服務型智慧政府

來說，實現更好績效的方式，可以先關注改善

內部的組織基礎建設與資訊流程，並且隨時利

用 SAM 模型檢視策略與業務之間的校準程度，

從而可以提升資訊科技對業務目標的應用成

效，以及創造公共價值，實現真正以公民為核

心的服務型智慧政府 。 

假設 2a—2h。如表 5 所示，研究結果無

法證明這些假設，即 IT 治理對於策略校準與

我國服務型智慧政府績效之間不具有調節作

用，與國外的研究結果不一致。在國外先進國

家政府採用 IT 治理，可以控制與引導策略校

準的成效，以為服務型智慧政府利害關係人創

造價值，從而提升績效(Al-Hatmi and Hales 
2010; Ghildyal and Chang 2017; Rusu and 
Jonathan 2017; Walser et al. 2016)。對比之下，

目前朝向數位轉型的台灣政府，卻尚未重視

IT 治理的角色與應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相較於一般民眾，本文的受測樣本可被視為我

國各產業的菁英，且具有相當程度的業務與資

訊的相關經驗，但是，他們對於我國政府 IT
治理成效是不認同的。這樣的研究結果直接對

應了假設 1a—1h 的研究結果，由於我國政府

與產業菁英不重視 IT 治理，服務型智慧政府

僅能到管理層級，不能到治理層級。因此，在

策略校準上，策略層面與流程執行層面是無法

有效整合，從而影響了實現更好的績效。 

為了增進我國政府的 IT 治理能力，可以

參考國外服務型智慧政府的實際成功個案。已

有文獻指出，如果服務型智慧政府不重視 IT
治理的角色與應用，是不利於任何資訊科技的

投資成效，導致資訊科技不能有效地支援政府

策略，從而降低公民服務成效與造成失敗的績

效(Aleem and Al-Qirim 2012; Al-Qassimi and 
Rusu 2015)。這些學者根據 De Haes and Van 
Grembergen(2008)提出的 IT 治理架構進行個

案研究並發現，政府為達成有效的 IT 治理，

必須整合 IT治理架構的四個層面：組織架構、

流程、關聯機制與成效稽核。第一個組織架構

層面：IT 治理權責歸屬，明確決策者的歸屬

和 責 任 擔 當 架 構 (Luftman, Lyytinen, and 
Ben-Zvi 2017; Peterson 2004; Ross and Weill 
2002; 2004)，尤其是需獲得最高層重視，從上

至下徹地展開執行資訊科技過程中。相對於美

國與英國政府直接由最高層級來落實 IT 治

理，我國政府的 IT 治理最高層級僅至院會層

級。第二個流程層面：我國政府可以利用

COBIT 5 架構，作為 IT 治理的作業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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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BIT 5 核心與策略校準有緊密關係 (De 
Haes, Debreceny, and Van Grembergen 2013)。
它著重於控制與衡量組織的策略校準，強調滿

足利害關係人的需求，提供了所有利用資訊科

技來創造企業價值的必要流程與其他促進元

素。第三個關聯機制層面：在 COBIT 5 的實

施架構下，我國政府必須提升政府公務人員的

IT 治理知識，此外，針對每一項資訊科技的

導入，都必須強化政府內部跨部門公務人員與

外部利害關係人的溝通，達到資訊科技訊息的

透明化。最後，第四個成效稽核層面：在

COBIT 5 的作業規劃下，我國政府可以採用平

衡計分卡定期衡量 IT 治理的成效。 

一、學術意涵 

本文對學術知識的貢獻表現在以下幾個

方面。首先，以前很少人針對政府策略校準、

績效與 IT 治理三者之間的影響展開研究。因

此，本文不僅拓展了這三者間的關係，而且還

研究了最新的服務型智慧政府。更重要的是，

我們為台灣服務型智慧政府提供了以民眾觀

點採用 SAM 模型來測量策略校準的結果，而

在以前大部份的研究中，對於政府策略校準的

研究並不多(Rusu and Jonathan 2017)，即便研

究人員採用 SAM 模型，多數是從組織內部觀

點對企業做了假設(邱奕捷 2010)。本文還說

明，我國政府與產業經營不重視 IT 治理的角

色與應用，因此，對於策略校準的策略層面與

流程執行層面是無法有效整合，從而影響了實

現更好的績效。所以，我們參考國外政府的成

功個案研究，為我國服務型智慧政府提供了

IT 治理架構。 

二、管理意涵 

本文的研究結果將鼓勵服務型智慧政府

在數位轉型的過程中，可以利用 SAM 模型檢

測策略校準程度，提高資訊科技應用對實現業

務目標的支持度。這種策略校準對服務型智慧

政府來說，不僅可以提升其績效，也可以清楚

地了解現有業務策略、資訊科技策略、組織基

礎建設與資訊科技基礎建設之間的優勢與劣

勢，確保在數位政府轉型的過程中，可以有效

地整合策略層面與流程執行層面。 

結果還強調了 IT 治理的角色與應用尚未

被我國服務型智慧政府認同與重視。缺乏 IT

治理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數位轉型過程中的

策略校準對政府績效的結果。這些結果會提醒

我國政府必須立即導入 IT 治理的觀念與治理

架構。透過 IT 治理的組織架構、流程、關聯

機制與成效稽核等四個層面，作為導入 IT 治

理的初始途徑。 

三、未來研究方向 

本研究為未來服務型智慧政府數位轉型

指出了幾個研究方向。一個重要方向是就策略

校準中較為失準的因素進行更深層的探討。例

如業務策略與組織基礎建設校準失準，以及組

織基礎建設與資訊系統失準方面的深層研究，

以提升策略校準和較高績效之間的關係。除此

之外，未來還需要對我國服務型智慧政府的

IT 治理導入與應用展開研究，以提升 IT 治理

對策略校準與政府績效之間的調節效果。考慮

不同時間架構下對本文所檢驗的變數間關係

的變化和影響，由於本文探討的台灣服務型智

慧政府執行時間為推動的第一年，而這個計畫

推動完整時間為四年(2017 年至 2020 年)，因

此，我們的受測者僅能針對計畫推動第一年成

效進行回覆，隨著推動時間的變化，人們對於

服務型智慧政府績效、策略校準與 IT 治理三

者間影響關係的看法可能會不同。未來的研究

可以針對四年計畫完整執行後的這三者間關

係展開研究，這樣將使我們更好地理解這三者

間關係在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前期與後期的

差異。 

另外，我們把服務型智慧政府視為整體

組織單位進行研究，涵蓋中央政府、直轄市、

地方縣市政府等，而未獨立劃分出不同政府層

級來進行區隔。因此，我們對不同政府層級的

資訊化和智慧化應用程度對服務型智慧政府

的績效、策略校準與 IT 治理的影響的了解還

不是很多。未來的研究可針對不同政府層級進

一步建立這三者關係在不同政府層級之間的

差異，以及涵蓋大量一般企業與一般公民樣本。

在這些方面的比較研究，可以豐富對不同公民

群體和不同政府層級，在推動服務型智慧政府

績效、策略校準與 IT 治理成效上的理解。 

除此之外，本文研究結果表明我國在服

務型智慧政府上面現有的問題。因此，未來的

研究可以蒐集更多政府內部人員的觀點，以群

組比較的方式，進行民眾與政府內部人員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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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校準、績效與 IT 治理三者間的差異研究，

從而了解服務提供者與服務需求者之間的落

差，得到系統的分析和驗證。這可能會影響到

政府未來策略與執行流程的調整方向。 

總之，我們的研究說明了策略校準對服務

型智慧政府的價值和重要性。不僅如此，本文

還證明了缺乏 IT 治理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數

位轉型過程中的策略校準對政府績效的結果。

因此，本文的這些結論對服務型智慧政府的理

論和實踐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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